
 

 

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演进脉络和总体性分析

伍山林，周    瑞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是我国经济建设主旋律之一。文章基于演进脉络并且针对经

济安全的主要问题、主要策略、主要成就进行总体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按照底线战略应对人地结构性矛盾等引起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安全

问题；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战略，推进国家工业化并且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针对紧约束所带来的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招致的金融、技术安全问题，通过

深化改革和优化发展不断开拓安全发展新局面；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主要通过推进技术前沿和打造

强韧供应链回应安全发展新挑战。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我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主要是牢

记初心、把握方向、创新引领、积极作为；在新发展阶段，为了继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经

验，按照底线、系统、战略思维，筑牢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安全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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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提到安全一词 61 次，提到发展一词 225 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安全与发展在伟大事业中是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针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论述经济建设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时，《决议》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已迈上“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①我们将这简称为“五更式”发

展道路。针对“五更式”发展道路中的其他 4 个属性，已有很多文献进行论述；但是，针对“更为

安全”这个属性，迄今尚未见直接进行论述的文献，仅在针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必须遵循的原

则的论述中有所涉及（郎旭华和冒佩华，2021；林盼，2021；郑国光，2021；高培勇，2021）。

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已提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四更式”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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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作为必

须遵循的原则增列了进去。《决议》是在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论述中强调“更为安全”这个属性

的，它主要关涉经济安全问题。但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经济安全与政治、国土、军事、文

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等安全紧密相连。本文研究我国如何迈向“更为安全”的发展道

路时将重点放在经济安全上，①并且侧重考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经济安全问题（如粮食安全问

题），而不过多涉及相关的具体安全问题（如粮食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这要求我们遵

循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在宏大视野下进行总体性考察。

考虑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经济战略环境、战

略目标、战略行动、战略理念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又有一个阶段的条件、战略和

使命，也就有必要基于发展阶段的演进脉络进行分析。借鉴以往文献，本文将发展和安全作为国

家战略目标的两大基本维度（李宗圆和伍山林，2022），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发展中追求经

济安全这个主题梳理演进脉络并且进行总体性分析。这除了具有说明历史进程、总结基本经验

等价值之外，对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也有一定的镜鉴意义。最近，中国面临一系列

经济安全问题。例如，美国近年来针对我国的霸凌式制裁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发与全球蔓延不仅导致生物安全问题，而且引发经济安全问题。对此，我们可从我国在发

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 70 多年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筑牢安全发展之基（1949−1978 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至 1978 年筑牢了安全发展之基，使新生的共

和国立住了脚。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多数年份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经

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包围，1960 年后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与我国形成对抗姿态并且策动周边

国家寻衅滋事，国家安全成为中央运筹和决策的主要考虑之一（廖心文，2018）。在这个时期，我

国经济战略的主要关切是如何处理因发展基础薄弱和水平低下招致的农业和工业（乃至国家）

安全问题。其中，保证粮食供给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乃重中之重。

一是以底线战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广大农村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推

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再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合作化运动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领导集体

核心毛泽东对农业生产合作化给予高度关注。③他认为是农业产量而不是什么主义决定要不要

农业合作社以及合作社规模究竟应该是多大。④彼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过渡到农业土地集体

所有制，主要是为了达成农业增产稳产和促进农业机械化（进而助力国家工业化）等目的。其中，

粮食增产稳产与民生安全关系最密切。

农业公共基础建设是粮食增产稳产的关键一环。减轻自然灾害冲击农业乃至民生，历来是

我国政之大者（冯柳堂，1998），新中国成立后也不例外。在已有农业条件下，推行农业生产合作

社在农业增产稳产上既有作用也有限度；但是，合作社达到一定规模后，能够增强抵御自然灾害

伍山林、周    瑞：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

① 经济安全具有国家性、根本性、整体性、基础性、复杂性和国家特色（雷家骕，2006）。我们把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等放在经济安全当中

进行阐述，其他安全问题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也属于本文的考察范畴。但是，对于科技安全，我们仅论述其中的技术安全问题。

②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运行等多有妄议，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并非不可持续、国家并未走向崩溃（美

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7）。

③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在 1955 年 9 月和 12 月为 176 篇文章中的 104 篇写了按语，其中 32 篇按语收入《毛泽

东文集》（第六卷）。该书 1956 年出版了上、中、下三卷，同时出版了选本（包括 44 篇文章）。

④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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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却可得到组织支持，特别是有利于动员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期间兴

修水利。1949−1957 年，我国仅建成大型水库 11 座、大型水闸 17 座、大型水电站 7 座、大型灌区 1 110 处、

中型水库 300 座；而在 1958 年和 1959 年，我国即建成大型水库 49 座、大型水闸 16 座、大型水电

站 12 座、大型灌区 2 900 处、中型水库 1 400 座。①至 1978 年，我国已建成大型水库 311 座、中型水库 2 205
座、小型水库 82 069 座。②这与 1949 年相比，不啻天渊之别；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受惠于此。因

此，针对 1958 至 1978 年农村采用大规模集体劳动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承认它在调动生产积极性

等方面的缺陷，也要承认它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那一代领导集体对水利建

设十分关怀（康沛竹，2002；康沛竹和艾四林，2002；黄宏，2013），其政治智慧的背后深具经济学、

管理学和战略学支撑。

上述战略举措对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起了巨大作用。1950−1978 年，我国重要农产品产

量（总产）实现了较快增长（见表 1），其中粮食增长 1.31 倍（稍慢于苏联而快于美国），棉花增长

2.14 倍（快于苏联和美国）。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人口高速增长的年代，粮棉人均量较快增长，粮

食人均量从 1950 年的 239 千克增长至 1978 年的 319 千克，棉花人均量从 1950 年的 1.25 千克增

长至 1978 年的 2.27 千克。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时段里，人均粮食产量是下降的，如从 1958 年

的 299 千克下降至 1961 年的 207 千克，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总体而言，由于人多地少结构性

矛盾非常突出以及其他问题，我国农产品供需在 1949−1978 年处于紧平衡状态。改革开放后，这

个结构性矛盾由于人口增长和非农用地增加等原因变得越来越突出，我国农产品供需（特别是

大豆、玉米等）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前提下依然具有紧平衡特征。我国粮食产量尽管已经实现了

“十八连丰”（至 2021 年），但很多粮食品种依然必须通过大量进口补足供给缺口。这决定了粮食

安全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长期和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必须将它作为战略底线予以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我们要“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③为此，我们必须超越经济领域而从战略全

盘看问题−“决不能仅仅看口袋里有多少钱，而要看饭碗里有多少中国粮。”④

二是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筑牢国家安全发展之基。⑤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工业生产

力水平十分低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立志要把我国从落后农业国改造

成先进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预估了农业国工业化时间表。毛泽东认为，我国努力

十几二十年才能在工业化上取得一些成绩；⑥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农业国工业化；⑦至 2001 年我

国将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⑧

必须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乃顺应大势之举（严鹏，

2021）。我国向工业化进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因新中国成立而得以确立（伍山林和李宗圆，

2021），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调动资源实现战略目标。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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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部农田水利局：《水利运动十年 1949−1959》，农业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48 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 2009》，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 页。

③ 引自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④ 引自王宪魁：《提高政治站位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5 日第 9 版。

⑤ 在落实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过程中，我国采用举国体制对尖端工业和技术进行集中投资和攻关，“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我国成为有重

要影响的大国。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 页。

⑥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2 页。

⑦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0 页。

⑧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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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①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在大多数

时间里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成为

既保证国家安全又驱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更何况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

指导下，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战略尽管在微观

效率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国因此实现了战略目标，即通过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以及大幅调整工业布局（如“三线建设”），不仅使国家安全目标得到了实现，而且为下一时期发

展打造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如表 1 所示，从 1950 年至 1978 年，就我国主要工业品产

出而言，原煤增长 13.4 倍，原油增长 519 倍，发电量增长 54.8 倍，生铁增长 34.5 倍，粗钢增长

51.1 倍，水泥增长 45.3 倍，纱增长 4.41 倍。由此可见，我国主要工业品增速非常快，与苏联、美国

两个大国的相对差距一步一步缩小。以此为基础，我国已能生产汽车、坦克、飞机、潜艇等，“两弹

一星”也取得了成功，国家安全保障能力日益增强。
  

表 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苏、美工农业产量动态变化
②

年份 1950 1960 1970 1978
倍数

国家 中国 苏联 美国 中国 苏联 美国 中国 苏联 美国 中国 苏联 美国

粮食 13 213 9 890 15 235 14 385 14 260 20 000 23 996 20 675 22 165 30 477 25 506 32 807 2.31

棉花 69 118 217 106 149 311 228 239 222 217 264 236 3.14

化肥 2 398 41 257 739 244 983 1 477 869 2 297 1941 435

农机 2 165 11 750

原煤 4 300 26 109 50 838 39 700 50 962 39 110 35 400 62 411 55 580 61 800 72 400 59 915 14.4

原油 20 3 788 26 671 520 14 786 34 798 3 065 35 304 47 529 10 405 57 246 42 919 520

发电量 46 912 3 887 594 3 923 8 442 1 159 7 409 16 398 2 566 12 000 22 860 55.8

生铁 98 1918 6 021 2 716 4 676 6 225 1 706 8 593 8 514 3 479 11 100 7 957 35.5

粗钢 61 1866 1 779 3 178 52.1

水泥 141 1 019 3 872 1 565 4 552 5 606 2 575 9 525 6 768 6 524 12 928 7 174 46.3

纱 44 66 180 109 117 165 205 143 153 238 161 112 5.41
　　注：（1）苏联和美国的数据来自《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统计出版社，1981年；（2）中国

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3）农机（总动力）单位为万千瓦，发电量单位为亿千瓦小时，其他各项单位均为万吨；（4）原煤在中国包

括无烟煤、烟煤、褐煤但不包括石煤，在苏联为硬煤和褐煤的总和；（5）原油在中国包括天然原油和人造原油，在美国不包括凝析油（从

油田气中回收的原油），苏联1978年数据包括凝析油；（6）美国为净发电量；（7）倍数是作者针对中国数据的计算结果（计算公式为

1978年值/1950年值）。
 
 

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努力形成农产品供给与工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特别是从

粮食和军工方面为国家安全夯实基础。1950−1978 年，我国主要工业品增速比主要农产品增速

快得多。在经济发展初期，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以农业为基础，以

工业为主导”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农业国工业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农业与工业存在内在关联。在

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品进入农业生产过程，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农

业可为工业发展提供日益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

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

伍山林、周    瑞：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

①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1 页。这是 1963 年 9 月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后

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时特意加写的一段话的中心思想；华国锋在《197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引用。

② 考虑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以后来订正的 GDP 数据考察增长速度将带来很多问题，因此

本表采用可大致忽略质量变化的产量数据来说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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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

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

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①他想要实现的局面是：形成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态势，把国家安全

奠定在坚实物质技术基础上，改变以往国家和人民安全没有保障的局面。至 1978 年，正如《决

议》指出的那样，“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

三、回应安全发展之问（1978−2012 年）

改革开放前，我国安全形势已趋于缓和；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入市

场机制追求更高效率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只要埋头搞发展就可以了。其实，我国相

继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安全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发的能源、

资源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因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而招致的金融、技术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

题，在相当长时期里都是存在的。

关于能源安全问题。改革开放前，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能源供需因制度

性原因并没有出现持续短缺。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里，能源供给甚至持续超过需求。重要的是，

我国能源具有总量丰富、人均量偏少和结构不平衡等特点。发展程度很低时，因需求小，不易出

现能源安全问题；但是，这样的局面终究会被经济持续发展打破。图 1 显示了我国 1953−2019 年

能源缺口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动态变化。从总量上看，自 1992 年开始，我国能源就一直存在缺口

（ 即 消 费 量 超 过 国 内 生 产 量 ） ； 能 源 缺 口 相 对 量 和 绝 对 量 分 别 在 2016 年 （ 27.6%） 和 2017 年

（96 960 万吨标准煤）达到峰值。如果以相对缺口超过 10% 作为大国能源安全警戒线，那么我国

2003 年就越过了这条线。不仅如此，我国结构性能源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就原油而言，

1990 年以前我国仅个别年份有小量进口（与自产相比很小）；但是，1991 年以后我国每年都进口

原油，且进口量呈趋势性增加；2009 年原油进口量开始大于自产量，此后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

我国原油对外依赖非常严重，依赖程度远高于能源总体依赖程度。为了提高原油安全水平，我国

应对方略主要是进口来源多元化、增加战略储备以及消费替代。就消费替代而言，我国对电动汽

车和新能源汽车等给予了系统性政策支持。

关于资源安全问题。任何一种资源的国内供给，主要由这种资源的分布、品质、开采提炼技

术等决定。改革开放前，在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 1960 年至 1978 年），我国经济主要是在封闭情

形下按照计划体制运行的，不存在与国际循环相关的资源安全问题。但是，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个

局面；资源过度依赖进口后，就产生了安全问题。其中，铁矿石安全具有典型性。改革开放后，随

着经济发展，道路、桥梁、房屋、车船等建设对钢材需求越来越多，我国对铁矿石需求随之增长。

受钢材相关产品使用寿命的限制，国内再生钢铁原料尚未进入可大量利用周期；铁矿石需求出

现大量缺口后，只有通过进口解决问题。其实，我国铁矿石资源并非不丰富；但是，开采成本高且

品位低，经济性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大量进口的主要是高品位铁矿石。迄今，铁矿石供应具有

很强的国家垄断性，澳大利亚和巴西乃富铁矿寡头供应国；在公司层面，铁矿石供应也极具垄断

性，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主要被力拓、必和必拓两家公司垄断。另外，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成

员，铁矿石供给易被霸权国利用。而且铁矿石作为重要大宗商品，其金融属性浓厚，价格易被国

际金融资本操纵。就铁矿石进口占比（指进口铁矿石在进口与自产铁矿石之和当中的占比）而

言，我国从 1992 年开始超过 10%，从 2000 年开始超过 20%（从 2001 年开始中国铁矿石整体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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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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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安全状态（王腊芳等，2010）），从 2002 年开始超过 30%，从 2015 年开始稳定超过 40%，从

2018 年开始超过 50%。如果霸权国与金融垄断资本勾结起来操纵现货、期货市场，我国铁矿石进

口不仅不时面临价格冲击，甚至面临数量冲击。在应对策略上，除了进口来源国多元化以及发展

相关金融手段（期货市场）之外，开发利用国内铁矿石资源成为“稳盘”的关键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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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3−2019 年中国能源缺口动态变化

注：（1）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左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右轴单位为 %；横轴为时间；（3）能源缺口绝对量等于能源消费量

减能源生产量，能源缺口相对量等于能源缺口绝对量除以能源消费量。
 

关于通道安全问题。从在封闭条件下发展经济转变到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一个显著特

征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这在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上也有集中体现。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学术界

围绕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依托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产生激辩。当时，利用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经

济的声音占据上风（葛敬豪，1988；王建，1988），但是依然存在重视内循环的声音。例如，徐桂华

（1988）提出“内外循环，双轨联动”发展战略，邓崇清（1993）提出“内外互促，以内需为主”发展战

略。后来，曾剑秋和任淼（2005）提出“内外经济循环”发展战略，贾根良（2010）痛陈国际经济大循

环理论给我国带来的弊端。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国出现了（潜在的）通道安全问题，其

中特别重要的是长距离海上运输通道安全问题。我国尽管早已认识到海军在保障海道运输安全

等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必须根据工业发展和财政情况建立强大海军，①但是外贸快速扩大依然引

发了我国对海运通道安全的担忧。加入 WTO 后，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对通道安全提出了更高要

求，粮食、能源、资源的进口以及其他商品的进出口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应对方略主要是打造

海上安全通道、加强海上通道的国际和区域安全合作、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建立强大海上

力量和加强法治保障（王历荣，2012；邹立刚，2012）。

关于金融安全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不存在输入型金融安全问题。改革开放后，一方面，

国内国际市场日益处于连通状态；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具有不平衡不

充分特点，应对输入型金融安全的能力和经验有待积累和提高。这个时期，金融安全成为一个重

要问题，需要采用特殊手段加以应对。例如，面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采取果断措施（如

人民币不贬值等）挫败国际热钱冲击。1997 年 11 月份江泽民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

调，“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②我国“需要整

顿金融秩序，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强化金融监管”。③那时，我国尚不具备丰富的国际金融经验，如

何兼顾利益追求和风险控制要在实践中摸索。首先，我们要敢于摸索。在开放经济情形下，我们

伍山林、周    瑞：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

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4 页。

②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1 页。

③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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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

险保持清醒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

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①其次，我们要保持警惕。“一些国际金融投机商，专门利用一些国家

经济体制和政策上的缺陷发动攻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重大损

害 ， 甚 至 危 及 其 主 权 和 安 全 。 对 此 ， 我 们 必 须 提 高 警 惕 。”②经 过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洗 礼 后 ， 面 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已能较好应对，在主要西方国家遭遇严重衰退时，我国经济实现了正

增长并且较快得以恢复，至 2009 年底，我国即“具有了处理重大国际经济问题、应对重大国际经

济挑战的更好条件”。③这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重要经验。

关于技术安全问题。一个国家还弱小的时候，霸权国家会对它滥用技术优势以实现政治经

济目的。不过，这会倒逼后发国家加快技术崛起的步伐。例如，1991 年海湾战争曾激发我国对技

术发展进行战略性调整。对此次高技术战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江泽民认为我国必须走技术强

军路线，电子技术及其可靠性和先进性应该得到高度重视。④他指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世界

范围的高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现在，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把发展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

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的关键措施，力争掌握战略主动。”⑤后来胡锦涛进一步强调，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从我国国情和军情出发，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

为战略目标，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⑥同时，我

们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建设创新型国家。⑦我国转变观念后，在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加大人、财、物投入。这是一个因安全问题引发技术创新、再通过技术创新开拓安全新境界的

典型例子。但是，必须注意，在霸权国家尚未将我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情形下，大部分技术安全

问题处于潜在状态，即我国经济中诸多关键“短板”暂时并且最多也只是相关国家对我国进行经

济要挟的着力点，尚未成为霸权国家对我国进行战略打压的主要抓手。⑧

四、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2012 年以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结构性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板块

性下沉，尽管美国保住了它的经济份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

经济份额持续上升。这就形成了中国经济实力逐渐逼近美国的态势。2017 年是一个分水岭：中

美经济规模之比稳定超过 60%−这是美国启动大国竞争战略的警戒线，我国安全发展进入关

键阶段（见图 2）。⑨事实上，2017 年年底，美国已将中国列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开始准备对华

实施战略打击（伍山林，2018）。美国新一届政府采取“该合作时合作、该竞争时竞争、该对抗时对

  2022 年第 11 期

①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1 页。

②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3−294 页。

③ 引自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85 页。

④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3−150 页。

⑤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5 页。

⑥ 引自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93 页。

⑦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02−410 页。

⑧ 在制造业中，集成电路产业具有代表性。我国该产业起步虽早，但后来一度发展缓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拉大。2018 年之前，相关

安全问题处于潜在状态；2018 年以后，由于被霸权国家盯住，安全问题逐渐凸显。

⑨ 我们从霸权国家发动战略竞争的角度定义关键阶段，它包括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存在一个局部对抗阶

段；在这个阶段之后，不存在明显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键阶段是一个必须把安全问题放在重要战略高度的长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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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策略，即在收益相对较多情形下与中国合作，在能获得相对优势情形下与中国竞争，在损失

相对较小情形下与中国对抗。中国无论采取何种应对策略，都得警惕其中隐含的安全风险。不

过，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采用战略打击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度，其成就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霸权国家认为采用非常

手段尚有机会控制我国发展走势，继续维持“一家独大”格局。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一

边，把握大势、勇毅向前。对此，本文提出两点判断：一是依托坚实的经济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

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有了新的更高的起点；二是我国进入了关键阶段，必须直面新安全问

题。在关键阶段，安全问题非但没有消失，相反经济与非经济安全问题会集中呈现：老的安全问

题以新的形式出现，新的安全问题被不断提出来。
 

迈向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

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

1949 年 2012 年 2017 年 将来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八大召开）

关键阶段

（中国GDP超过美国的60%） （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 
图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安全重要分期

 

首先，直面技术安全问题凸显的局面。国家竞争以经济竞争为基础，而经济竞争的基础是技

术竞争。以前，我国技术安全问题大多处于潜在状态；在关键阶段，与我国进行技术“脱钩”成为

霸权国家的主要手段。现在，我国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达到了全球领先乃至引领

性水平；但在众多领域，我国依然处于追赶者地位；在领先领域，我国也存在“关键短板”①−

它们正是霸权国家已经或正在打算以霸凌手段等打压我国先锋实体，进而延缓我国技术进步和

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习惯于将霸权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学者常常以采用霸凌手段等干

预国际经贸会招致两败俱伤为由，认为霸权国家不应或不会采用那样的策略；殊不知霸权国家

为了达到维护既有地位的目的，常常采用违背国际关系和商务通则的手段在两败俱伤中谋取相

对优势。这是霸权国家实施战略打压的“精髓”（伍山林，2020）。美国的战略打压使日本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承受了“失去的三十年”之痛；现在，美国针对中国先锋实体（如华为），借助霸凌

手段等从我国技术薄弱环节（如 5G、先进芯片制造）入手，通过中断关键供应链或限制市场空间

等方式剥夺或挤压技术权力和市场权力，在延缓我国实体的技术进步和压制我国技术的商业化

应 用 的 同 时 ， 使 它 自 己 实 现 技 术 追 赶 和 给 它 自 己 预 留 商 业 空 间 （ 伍 山 林 和 盛 晓 宙 ， 2021） 。

对此，我国主要策略是坚持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自立、自强，加强国际技术合作，打造强韧

供应链。

其次，把握金融安全演化节奏。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

并且积累了一定应对经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安全问题处理得怎样，事关国家

经济力量能否稳固和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跨上新台阶特别是进入关键阶段后，

一方面，我们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面临金融安全新问题，其中一些金融安全问题甚至是个别国家

有意而为的，当中深藏霸权阴谋。例如，全面或部分禁用 SWIFT 系统已成为美西方发动对外制裁

的“金融核弹”。另一方面，我们已具备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手段，以及更加强劲的国力支撑，

已具备更强的能力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只要对我国与金融霸权国之间

的关系有准确的定位和认识并且采用适当策略，我国就可利用当下国际货币体系取得有利结果

伍山林、周    瑞：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

① 2018 年《科技日报》针对我国 35 项技术短板（如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等）进行了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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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圆，2022）。最近 10 年，我国涉外金融和投资通过战略性调整，筑起了金融风险防范之墙。

美方认为中国对美国对华投资采取了严厉管制措施，美资较难进入中国市场分享发展红利，故

在贸易谈判中屡屡要求中国对美资进一步开放市场。美资越来越多地深入中国资本市场，如果

这些资本没有落实于实体经济，反而成为吹大泡沫的热钱，将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生极大挑战。

由于金融问题复杂并且关系重大，我国把它放在重要位置加以对待，主要应对策略是加强预警、

完善体系、提升本币国际地位、做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加强游资管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

服务的定位等。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我们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再次，资源、能源等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特点。一是资源分布非均衡特征诱使霸权国家从中寻

找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抓手。进入关键阶段后，美国地质调查局针对关键矿产进行仔细调查，既

表达了对我国利用关键矿产结构性优势对其进行反制的担心，又隐藏了在必要时候利用关键矿

产结构性优势对我国发动制裁的祸心，①安全平衡有可能在美国认为必要的时候被打破。二是就

能源安全而言，一方面，国际采购和通道的安全隐患并没有消除，我国必须为此持续投入资源；

另一方面，我国面对能源结构性缺口和相关安全问题，通过发展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优化能源

长距离输送（如改运煤为输电）以及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措施，使得能源供需总量和结构性矛

盾得到一定缓和。2012 年以来，我国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快速

上升。另外，美国对海权的跨世纪经营使它控制了绝大多数国际关键水道。就离我国最近者而

言，我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的进口途经马六甲海峡者近 80%，另辟能为我所用的替代性水道

以及发展陆路运输也就成为备选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发展中欧

班列等，也可视为分散风险之举；其他主要策略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力量投送能力等。有

必要指出的是，通道安全问题尽管不会轻易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安全等级将陡然提升。为了预

防这种局面的出现，我们必须加快夯实国家军事力量基础。

最后，发展格局变迁正在改变安全种类与形态。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启动的国际大循环

战略已经完成使命，近年来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我国经济规模稳居全

球第二后，从 2014 年开始又成为 GDP 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超大经济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

美国已很接近，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已拥有庞大的内循环。（2）我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

国，形成了门类齐全、部分生产技术引领全球的局面，尽管大而不强的“阿喀琉斯之踵”尚未消

除，但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工业强国”，工业在改造农业和孕育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的能力进一

步增强。（3）我国加入 WTO 后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已经稳居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吸引外资和对外

投资也迭创新高。这样，在经济安全上，既带来了诸如供应链和通道等安全问题，又具有了更多

应对既有和新出现的经济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手段。为了应对新局面，进入关键阶段后我国作出

新判断、提出新要求，如《决议》所指出的，我国已迈上包括“更为安全”这个属性在内的“五更

式”发展道路，又作出新部署和推出新战略，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来到了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解决方案和追求目标已经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决议》所指出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

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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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正自信地面

对经济安全新挑战。在霸权国启动大国竞争模式之后至我国实力稳超霸权国之前，经济安全必

然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关切；我国必须深化改革、优化发展、推进技术前沿、打造强韧供给链，安全

度过这个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为关键的时期。

五、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历史经验

在上述分阶段梳理之后，我们现在从整体角度总结我国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为什么能够

不断取得成功。70 多年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牢记初心、把握方向、创新引领、积极作为。这些基

本经验经历了风雨打磨和时间洗礼。

一是牢记初心，把经济安全放在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加以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是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牢记初心主要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把安全和

发展贯穿于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权衡。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

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①70 多年来中国根据各个时期经济战略形势

的阶段性特点，通过战略权衡把安全和发展放在适当位置，通过一系列政策和策略落实于伟大

实践。认识和处理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俊秀和刘晓柳，2019）。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汲取中外历史中的深刻教训，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更是把粮食安全当作“国之大者”，即使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

（至 2021 年）也警钟长鸣，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和强化政策支持等系统性

手段确保粮食安全。古语有云，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谚语又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既是指

人民心中不慌，基本生活安全无虞；也是指国家心中不慌，战略底线能够确保。认识和处理经济

安全问题，时刻不忘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通过不断发展来实现；但是，在发

展过程中又会遭遇一系列经济（包括资源、能源、金融、技术等）安全问题。对此，不能回避，只能

直面。最近 30 年，我国一直为此进行战略性努力；一方面已积累比较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仍要

面对经济安全方面的新问题、新变化、新特点。特别是 2018 年以来，霸权国家抓住我国在一些关

键技术上存在“短板”的不足，试图通过科技“脱钩”放大这种不足，通过干扰关键供应链给我国

经济发展制造重大安全问题，以达到延缓我们复兴民族的目的。对此，我们可从历史中汲取继续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二是把握方向，立足国内、以全球眼光应对经济安全问题和形成中国经验。从国内来看，把

握方向指的是处理经济安全问题时坚持中国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我国根据国情世

情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保证国家安全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夯实未来发展之基。为此，

我国选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农业和轻工业对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的道路，

在形势严峻的时候采用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产业区域再平衡策略（如“三线建设”），实现了那个

时代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目标。这条道路是中国在特殊发展条件下的阶段性选择，达到了预期

的安全目标，但留下了微观效率偏低的问题，有待经济战略形势改变之后作出战略性调整。由于

面对的战略环境类似，这条道路尽管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列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

长思想，但在战略灵活性和战略平衡性等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从全球来看，把握方向指的是在

处理经济安全问题时坚持胸怀天下，认清中国在全球的位置和国外对国内的影响。在社会主义

伍山林、周    瑞：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

①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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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建设时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追求安全和发展；即使如此，也

胸怀天下，先后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特别是苏联，以及除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

展经济贸易关系，打破霸权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之后，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

建新发展格局等，无不是坚持胸怀天下、在新型全球化理念下解决经济安全问题、为实现更加广

泛和更加持久的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伟大构想。这些伟大构想既宣誓了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之于全

球的发展和安全而言乃是伟大和积极的力量，同时也意在形塑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将中国

置于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并且发挥引领作用（伍抱一和伍山林，2020），经济

安全与非经济安全借此得到更好保障。

三是创新引领，探寻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观念基础和方略框架。70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安

全与非经济安全的关系认识上坚持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提出包括 11 个方面安全在

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把保证国家安全视为头等大事，要求构建一个集各方面安全于一体的

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它的核心

主要是提高国家经济的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冲击的能力等，它的要义是维护国家经济发展

和经济实力不受根本性威胁。后来，安全种类又扩展至 16 个方面。在这个框架下，本文把经济

安全当中主要且具体的方面拿出来讨论。举凡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技术安

全、金融安全、通道安全等，除了具有经济安全方面的意蕴之外，还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其他

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战略视野下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即在全球视角下从全局和长期

角度审视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并且，考虑到我国突出的大国特征，在必要的时候要将大国竞争考

虑进来。就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实践而言，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的独特经验，由此不断建立

竞争优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中断了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建立国际组织和条约

如“巴统协议”，与其他国家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成威

胁。我国开拓创新，采用“一边倒”策略，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获得经济合作机会，较好地

解决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安全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主要与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进行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有效缓解了美国和苏联对我国封锁禁运招致的经济安全问题。

2017 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阶段。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战略部署，其战略目标之一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面对的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一

系列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相应地，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方略，比如把推动共同富裕

作为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战略性工作，推动制定出台《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缩小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等，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特

别是做大、畅通国内大循环。

四是积极作为，把经济安全问题控制在不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范围内。一方面，

积极作为指的是应对经济安全问题时坚持独立自主。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不损害主权利益

和发展利益，并且把自力更生作为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正确处理因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以及因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招致的经济安全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处理个别国家

因为霸权焦虑而发起的经济安全挑战，注重补齐各种关键“短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后劲，

扩大经济发展的战略回旋余地。历史经验表明，生产技术落后的大国通过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在

演化过程中扩展内部分工，是一条具有普适意义的战略选择（迪特·森哈斯，2015）；被霸权国家视

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国，如果在独立自主这个方面丧失了意志或能力，战略空间将不断遭到挤

压，国家难以持续发展和到达应有的高度。在新发展阶段，霸权国家对我国的创新链、供应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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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打压，我国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作为是

指面对各种经济安全问题时敢于斗争。远的不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

对相继出现的经济安全问题，我国在内循环的基础上主要依托外循环实现安全发展，针对一些

国家违反国际商务通则的行为敢于斗争，维护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支点的发展权；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经贸霸凌层出不穷的局面，我国

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结合起来，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处理霸权国家战略打击引出的经济

安全问题。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

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

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①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信心、决心，与试图破

坏我国经济发展和恶化我国经济安全环境的各种敌意行动和政策作伟大斗争，通过不断斗争实

现有利的新平衡。

上述基本经验并不是孤立的。例如，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发起声势浩大的芯片战，其实就是对

华经济战的一个缩影，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霸权地位，延缓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进入关

键阶段之后，美国推出一系列战略性举措，通过技术安全渠道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但是，

我国扛住了短期打压，正在逐步建立长期优势。从这场芯片战中，我们看到我国依托的力量正来

自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经验。面对美国发动的芯片战：首先，我国敢于斗争，积极作为，采用新

型举国体制予以应对，在资金、人才、政策上予以倾斜；其次，我国坚持开拓创新，通过创新引领，

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关键“短板”的领域开创一片新天地，国内芯片制造增长速度迅猛，正

在打破芯片供应“捉襟见肘”的局面；再次，我国把握方向，坚持独立自主，在短期打压中加快技

术创新的步伐，正在夯实自主自立的长期发展基础；最后，高度重视美国发动以芯片战为代表的

科技“脱钩”战略，牢记初心，把妥善应对由此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放在民族复兴高度来认识和

处理，以此凝聚力量和智慧。

六、关键阶段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

针对未来，我们必须想明白，在安全发展上我国如何继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只有在综合国力稳定超越霸权国家之后，我国的安全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趋于缓和；在这个转

折点尚未到来之前，存在一个安全问题主要受外部因素（特别是霸权国家）影响的关键阶段。顺

利度过这个关键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在如下五个方

面深化认识：

第一，继续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维护安全发展利益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

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在发展过程中，引出了一系列经济安全问

题。其中，一些经济安全问题经由改革开放得到了解决、缓和或者转化；而另一些经济安全问题，

有待在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缓和或者转化。因此，从本质上说，维护发展和安全利益与改革

开放并不矛盾；相反，由于任何良好的愿望都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我们也就必须不断深化改

革开放。面向未来，《决议》前瞻性地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

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经

济安全与非经济安全既非完全独立，也非完全替代；我们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正确处理

经济安全问题，并且与日益增多的非经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处理。这是改进安全治理的应

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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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继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必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引下将

“五更式”发展推向新高度。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总体性经济

战略。在战略展开过程中，我们必须筑牢安全基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我国经济规模快速接近但国力仍未稳居全

球第一之前，从世界史经验来看，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曲折的时期。在关键阶段，我国必须在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话语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构建，为将来顺利担当新使命和扮

演新角色提供支撑和创造条件。在经济建设方面，构建怎样的新发展格局关乎将来我国能否承

担好这些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未来时期的经济安全构建，既要寓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之中，也要合乎人类共同价值，遵循新发展理念乃应有之义。

第三，在新的平台上推进更为安全的发展。在迈向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的 70 多年历程中，

我国的基本方向明确，阶段性特征明显。就当下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走势而言，尽管我国经济发

展过程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有些来自于外部，特别是由霸权国家焦虑心态和

战略误判引出的对抗性行为；有些来自于内部，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起的结构性矛盾、周

期性问题和累积性后果。但是，在新平台上，只要坚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并且精准施策，经济安全问题和相关非经济安全问题就能得到妥善处理。其中，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特别是在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做到自主、自立、自强，是实现包括“更为安全”在内的

“五更式”发展道路的主要保证。对此我国尽管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必须既积极又谨慎地直面个

别大国与我国科技“脱钩”招致的重大安全问题；我们必须牢牢扭住构建强韧创新链这个战略基

点，充分发挥创新链建设对供给链、产业链、价值链建设的主导作用（伍山林，2021）。

第四，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安全新挑战。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决议》在原来 11 大领

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5 大安全领域。其中，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

续发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路径。《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施行。生物安全与其他安全广泛且深度关联。在生物

安全中，种业安全是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牢守住

粮食安全底线，“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①粮食安全要是处理得不好，政治安全和军

事安全问题等可能接踵而至。重大疫情防控也是生物安全的重要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暴发和蔓延，我国遵循生命逻辑，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胜利。但是，疫情防控不能一劳永逸，

必须久久为功。在此过程中，任何松懈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并且对经济安全等形成巨大冲击。

第五，必须坚持底线、系统、战略思维处理经济安全问题。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之

后，我们依然要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认识经济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特别是要估计可能出现的

最坏情况，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要时时反思我们的方略是否会中断中国发

展之势、是否会背离中国发展之道、是否会失去中国发展之魂（王义桅，2013）。我们依然要坚持

系统思维，将经济安全与非经济安全联系起来进行认识和处理，决不能在重视一方面安全的时

候将其他方面的安全置之不顾，决不能在强调实现发展目标的时候将实现安全目标置之不顾，

而是要站在制度竞争、道路竞争和民族复兴高度，统筹应对各种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使新发

展格局行稳致远。我们依然要坚持战略思维。回应新发展阶段安全发展时代之问的时候，我们

要深刻理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形势判断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和牢牢把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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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坚信到 2035 年和 2049 年，我国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目标。那时，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将进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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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ng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volution Thread and Overall Analysi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u Shanlin,  Zhou Rui
(School of Economy，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The pursuit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re two extremely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70 years，China has
gained rich experience in pursuing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se historical ex-
periences，we can draw wisdom and strength to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economic strategic situation changes with obvi-
ous phased characteristics；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China has correspondingly adop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economic security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pecifically
and mainly，in the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united and led the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especially food security problems，caused b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 ac-
cordance with the bottom line strategy；with strategies such as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
dustry and taking the road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has been promoted to consol-
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safe development；in view of the energy and resource security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ight constraints and the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unbalanced and insuffi-
cient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form a new situation of security development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and optimizing development；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we face the new challenges of security devel-
opment by promoting the frontier of technology and building a strong supply chain. At present，China is in a
critical stage，and we must deal with a series of new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such as adapting the new situ-
ation in technical security issues，grasping the rhythm of financial security evolution，and paying close atten-
tion to and handling the changes of security.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for the first time，it discusses
how China moves towards a safer development path，and sorts out the main problems，main strategies and ma-
jor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Second，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a safer development path，that is，to keep in
mind the original intention，to grasp the direction，to orient with innovation，and to act actively. Third，the en-
lightenment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dealing with China’s current complex economic security is-
sue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urity； development； evolution thread； critical stage

（责任编辑　景　行）

  2022 年第 11 期

•  18  •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筑牢安全发展之基（1949—1978年）
	三 回应安全发展之问（1978—2012年）
	四 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2012年以来）
	五 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历史经验
	六 关键阶段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
	参考文献

